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Ｇ０７Ｇ２９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徽州乡贤文化研究”(项目编号:SK２０１７A０３７５)
作者简介:张小明(１９７４－),男,安徽歙县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及徽州文化.

徽州历史上乡贤文化的基本要素

张小明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２４５０４１)

摘要:徽州乡贤文化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在乡村治理和地域文化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以文献志、方
志及族谱等地方文献为依据,反映出徽州历史上乡贤文化有着三大基本要素:文化认同、道德约束、热心公

益.整理徽州历史上乡贤文化的基本要素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徽州文化的人文精神,有助于总结徽州历史

上乡村治理的经验,从而为当代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治理提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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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的角度看,狭义的“乡贤”主要指经过“公
议”并被祭祀于“乡贤祠”中的贤达;广义的“乡贤”一
般是指在本乡本土有较高声望,知书达理、为人正派、
办事公允、热心公益的人士.乡贤文化是以乡贤为主

体,经过历史的积淀而形成的有关乡村社会的生产、
生活、思想、情感、习惯及民间信仰等要素的总和,它
是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

文讨论的“徽州乡贤”属广义范畴,主要依据文献志、
方志及族谱等历史文献所记.当代乡村建设中涌现

出的新乡贤尚需通过实地走访并做总结,因此不在本

文讨论范围之内.
弘文重教、崇尚朱子理学是徽州文化的重要内

核,徽州乡贤在历史上是乡村场域内享有较高声望的

群体,他们既在徽州文化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又共同促成了具有良好影响的徽州乡贤文

化.徽州乡贤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化,形成了具有

相对稳定性的结构.若对其展开分析,至少有三大基

本要素:文化认同、道德约束、热心公益等.
一、文化认同

徽州文化博大精深之内涵的形成,原因自然十分

复杂,与人口迁徙、地理及社会环境、风俗习惯等因素

都有关,当然也与历代徽州乡贤不断提升对徽州文化

的认同度有关.徽州乡贤自身对于徽州文化有强烈

的认同,同时又通过一定的方式促进人们认同徽州文

化,从而使人们能够较好地追求共同的文化理念,秉
承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徽州乡贤建构徽州

文化认同的方式主要有:重视撰修方志,蒐集地方文

献,强化宗族认同.
首先,重视编修方志.编修方志并非徽州所独有

的现象,但是徽州乡贤通过编修方志来丰富地方文

化,促进地域文化的认同却有着特殊的贡献.这种贡

献突出地体现在徽州乡贤较早地重视修志,形成延续

性的修志传统,尤其是重视人物志的编修.
如康熙十二年的«徽州府志»辑录人物有２０００

多名,篇幅几乎占全书一半;康熙三十八年的«徽州府

志»总共１８卷,其中人物志就有１２卷;道光«徽州府

志»共１６卷,人物志有８卷,等等.可以说,徽州方志

“材料的撷取、逻辑的架构、理论的阐发、内容的厚薄

均以人物志为基础”[１].徽州志书中的人物志,事迹

必核其实,不虚美、不隐恶.当然,徽州志书中的人物

志多选取品德高尚、政声良好、才华卓著、操守坚贞的

贤人,尤其是宣扬忠孝节义之士,为后人提供人生的

范例.通过褒善贬恶、清风洁俗、敦教节义等,一方面

不断强化徽州文化重儒学的内核,另一方面又启发后

人怀抱对先贤的崇敬之心、敬仰之情,生发出对家乡

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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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蒐集地方文献.地方文献是地方文化的重

要载体,蒐集地方文献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地域文化的

自觉认同.徽州历代乡贤致力于乡邦文献的蒐集整

理,形成了一批具有特色的徽州地方文献,其中较有

影响的有«新安文献志»«新安学系录»«寄园寄所寄»
«歙事闲谭»等.

明代弘治年间,徽州乡贤程敏政以一己之力、积
三十年之功编纂而成«新安文献志»,可以说是徽州首

部图书文献汇编,他明确提出“宣子聘鲁,而嘉周公典

籍之大备;孔子说二代之礼,而叹杞宋之难征.则生

于其地,而弗究心于一乡之文献,非大阙与?”[２]«新安

文献志»开篇就辑录从南朝(齐)到明朝的历代徽州先

贤,其目的是通过表彰徽州先贤的精神品格激励后人

效法,同时又欲以朱子之学统一徽州的文化观念,凝
练徽州文化的基本要旨,为文化认同夯实基础[３].徽

州休宁乡贤程曈撰成«新安学系录»梳理了新安学派

的源流,维护北宋二程(程颢、程颐)与南宋朱熹在新

安学派中的宗师地位,试图借二程和朱熹对徽州的学

术思想文化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尤其是朱子之学

在明代面临挑战和危机的情况下,程曈通过为新安理

学家立传立言,全力维护朱子之学[４],意在向世人宣

示:理学源自徽州,文化最盛于徽州,从而抬高徽州文

化的地位,为文化认同提升自信.清代徽州休宁乡贤

赵吉士的«寄园寄所寄»和近代徽州歙县乡贤许承尧

的«歙事闲谭»则以笔记杂录的方式,或记载亲身见

闻,或摘录所见古籍中的资料,为徽州文化的建构起

资料补充和整理的重要作用,为文化认同提供丰富视

角.徽州乡贤对地方文献的整理,既荟萃地域文献精

华,又集中体现地方乡贤精英的学术思想,有力促进

地域文化的认同.
第三,强化宗族认同.徽州宗族的族长一般都由

德高望重的长辈乡贤担任,徽州乡贤在强化宗族认

同、维护乡村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突出地表现在

主持或参与修订族谱、修建祠堂等宗族事务上.强化

宗族认同不仅仅是血脉上的认亲和归宗,更是文化上

的寻根和认同.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录族谱中就有徽州一府

六县 ４１ 种 姓 氏 的 族 谱 １７５ 部,其 中 涉 及 徽 州 大

姓———程、汪、方、吴、胡、黄等姓氏的族谱有９３部.
徽州族谱的修订离不开乡贤的力量,比如明代程敏政

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清顺治间歙县张习孔和张士

麟父子所撰«新安张氏统宗谱»、清乾隆二十四年休宁

吴兆元和吴肯堂编修的«吴氏忠孝城南支谱»、清道光

二十二年歙县许廷瑞编修的«歙西稠墅许氏宗谱»、光
绪二十五年歙县汪道让编撰的«歙县潜川中市汪氏宗

谱»等[５].值得珍视的是,程敏政的«新安程氏统宗世

谱»以统宗收族为根本、以存疑存阙为史法,有意纠正

以往同姓族谱各自为政、对祖先谱系附会作伪的现

象,实现大宗小宗统宗收族的目的,强化了宗族的统

一与认同.徽州宗族祠堂数量众多,其大规模地兴建

始于明代.据明代嘉靖«徽州府志»所记,徽州有宗祠

２０４个.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祠堂一定程度上也是乡

贤治理乡村所留下的物质文化遗产.徽州乡贤与宗

祠的关系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贤是主持和筹

划修建祠堂的重要力量,如著名的绩溪县龙川胡氏宗

祠就是明嘉靖二十五年由同乡———兵部尚书胡宗宪

倡导并捐资扩建;二是乡贤与祠堂制度的形成密不可

分,尤其是促成朱子«家礼»与祠堂礼仪、祠堂功德配

享与捐资立主、大小宗并举等制度[６].更为重要的

是,徽州祠堂有着其文化方面的引导,这从其命名就

可见一斑,如婺源考川的“明经祠”、黟县南屏的“叙秩

堂”、歙县潭渡的“思诚堂”、歙县西溪南(今属徽州区)
的“敦本祠”“敬爱堂”等.徽州祠堂作为宗族文化的

显性符号,不仅是族人的精神寄托,而且引导族人不

断强化文化认同.
徽州历史上的乡贤通过撰修方志,蒐集地方文

献,强化宗族认同等多种方式不断丰富徽州文化的区

域特征、学术理念、人文精神、本土情怀、社会规范等

内涵,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将徽州文化融入徽州人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们能秉承共同的文化精

神,认同共同的文化理念.
二、道德约束

从历史上看,徽州乡贤是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中

坚力量.从官方政令的落实到乡民意愿的上达,乡贤

无疑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乡贤威望的形成,当
然与其自身的才学、品德有关.«论语»有云:“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确,乡贤高尚

品德的示范效应,使其在施行乡村教化、实现乡村的

道德约束方面能够起骨干的作用,从而更好地维护了

乡村基层的社会秩序,提升社会公德及影响力.徽州

乡贤从私德出发实现对社会公共道德的约束,其根本

途径是以良好严谨的家风带动淳朴厚道的乡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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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风.
家风是家庭或家族历代传承并谨守的传统风尚,

家风往往渗透在家庭或家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之中.
徽州乡贤特重家风,其家训格言往往见于家谱、族谱、
祠堂、厅堂之中,世代传承.如«紫阳朱氏宗谱»中即

有朱熹撰写的«家训»,«绩溪积庆坊葛氏族谱»亦有

“家训”,黟县宏村承志堂的厅堂上就悬挂家训对

联———“淡泊明志,清白传家”.徽州的家训格言无一

不是教育子孙恪守为人之道、持家之道、求学之道、为
政之道等.家风既关乎家庭之小家,亦关乎社会之大

家,体现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的融合.
朱熹对徽州民间重视家风起着关键的作用,朱子

«家礼»在徽州有很深的影响,有极强的道德约束功

能.«家礼»源于«周礼»,承«孔子家语»«颜氏家训»之
脉.朱熹与其他儒家学者一样,认为家国具有同构的

性质,其作«家礼»意在用伦理精神和道德力量来约束

家族成员,将庶民之礼与国家之礼对接,进而起到管

理民众与社会的目的[７].«紫阳朱氏宗谱»中保存了

朱熹所撰的«家训»,篇幅虽短,但提纲挈领地将君臣、
父子、兄弟、夫妇、友朋、长幼、主仆等复杂社会伦理梳

理得十分清楚,尤其强调个人的品行与修养,注重发

挥道德的力量及约束功能,贯穿儒家“仁义礼智信”的
人文精神和道德追求.

朱熹的«家礼»«家训»在徽州已不限于对朱氏一

族的约束,而取得了广泛的影响.承朱熹«家礼»,休
宁县吴氏家族的«茗洲吴氏家典»即是明证.吴氏为

休宁的世家大族,«茗洲吴氏家典»在乡贤吴翟编辑成

书之前,至少经过九至十代人的酝酿和努力.«茗洲

吴氏家典»开宗明义就点明“遵文公«家礼»”,开篇就

立了“家规八十条”,用儒家的道德伦理约束家族成

员,内容广涉琐细的日常生活.徽州乡贤为什么要重

视朱熹«家礼»? 康熙五十五年,另一徽州乡贤李应乾

为«茗洲吴氏家典»所写的序言中就表述得很清楚,
“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

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

子若孙也由一族以推之一乡,由一乡以推之一邑

一郡,由是而遍及四方焉,风俗宁有不厚? 人心宁有

不古者哉?”[８]徽州乡贤崇尚朱子理学,其深意是不言

自明的,就是欲以朱子理学恢复古道,以道德约束来

净化家风、民风及社会风气.
正是在严谨的家风、乡风和民风的影响下,徽州

人无论求学、为官、经商等都涌现出优秀的典型,生动

地诠释徽州文化及徽州乡贤文化的精彩内涵.徽州

特别重视教育,至今民间还流传“富不丢猪,穷不丢

书”的谚语.徽州人才辈出,休宁县是历史上有名的

“状元县”,“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更是徽州重视

教育的真实写照.戴震、胡适、陶行知等一大批徽州

乡贤更是留下刻苦求学的佳话,为徽州子弟树立楷

模.徽州人入仕为官者多能坚守“穷不忘操,贵不忘

道”的原则,如明代洪武年间黟县人胡寿安,离任信阳

县令时,作有«任满谒城隍庙»诗:“一官来此几经春,
不愧苍天不负民.神道有灵当鉴我,去时还似来时

贫.”他历任数职,都能做到布衣蔬食,全然一介平民.
明代嘉靖年间歙县人凌琯,历任河南参议、贵州提学、
四川参政、山西按察使等职,为官施政,公道正派,毫
不徇私.凌琯一家亦是如此,明万历皇帝为表彰其一

家的操守及政绩,恩准其建牌坊,上书“父子明经”“三
世承恩”八个大字,可谓“三代忠良,一门清誉”[９].徽

商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享誉中国,雄踞中国商界数

百年.清代两淮盐业总商———歙县人江春诚信经营、
乐善好施,赢得良好的声誉.徽商胡雪岩则亲作«戒
欺»一文,高悬在胡庆余堂的大厅之上,以不欺诈、守
诚信作为经商之道、立身之本,这实际上体现出严格

的道德约束和为人准则.
严谨为人———刻苦求学———清廉为官(或诚信经

商)———回报桑梓,徽州乡贤正是通过这一经典途径

在确证自身人生价值的同时完成报效社会的宏愿,也
促成徽州乡贤文化的独特风景.溯其缘由,这得益于

徽州良好的家风、乡风和民风,得益于崇德向善、明礼

知耻的徽州文化的主流价值观,更得益于徽州乡贤对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文化精华的汲

取与传承.
三、热心公益

徽州乡贤热心公益,如参与建桥、修路等基础设

施建设,参与防汛、抗旱、赈灾等应急事务,参与兴办

蒙馆、延聘教师、资助贫寒子弟等教育基业[１０].徽州

乡贤通过参与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助推徽州社会形成

良好的风气,从而在基层的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

作用.
道路、桥梁、水利设施等与乡民的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凭普通百姓一己之力却难以改善,既需要政府

的支持,又需要通过集体的力量合力解决,这从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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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徽州古道路会组织以及古桥梁旁树立的功德碑即

可看出.当然,徽州历史上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力量

依然是乡贤.徽州方志对此类事迹记述较详,如民国

十四年«婺源县志人物义行»记载:清代乡贤俞德

任捐资修桥,“远祖所建水口石桥,乾隆壬子被水冲

坏,搭木暂济,狭险难行.任念桥乃通卫要道,非甃石

不可,独以父遗田三亩倡首捐输,众多其义,咸相踊

跃.嘉庆九年告竣.”婺源县仁村乡贤胡同寅修建婺

源樟村大龄道路,“承父志,独力捐造,不下二百余

金.”清道光三年«休宁县志人物尚义»记载休宁

县乡贤黄楷捐资并率领乡人兴修水利,“先捷石晒渠,
随高下蓄泄,引溉赖之”.«新安旌城汪氏家录»记“汪
怿兴水利”的事迹,“汪怿,字必恭曾迁居十二都

珰坑,户之税钱六十九贯三百有奇,该苗米八十八石

三斗三升而赢.会珰坑大旱,而此方在先无兴水利

者,农皆病之.公乃出己见相源度委,以其可陂处为

堨,至今利之.”[１１]

徽州乡贤还热心参与防汛、抗旱、赈灾等应急事

务,如民国«歙县志营建水利»记载,当时歙河淤

塞,歙县岩镇(今属徽州区)乡贤汪尚光热心公益,他
“请于官,首倡疏浚,至今赖之.”民国«歙县志人物

义行»还记载明初歙县水利设施欠缺,多旱涝灾害,
另一歙县乡贤江远荫“输资开浚,胥受其益.”徽州乡

贤对于赈灾亦是不遗余力,道光«徽州府志人物志

义行»就记载明嘉靖年间徽州乡贤(典商)汪通保的

义行,“嘉靖癸卯岁大祲,郡守议发粟,通保谓不如以

金便,即首输以倡.”汪通保的义行可以说是贯穿始

终,«岩镇汪氏家谱处士汪思云公传»记载他“就里

中设糜粥,饭饥人”;«岩镇汪氏家谱处士汪思云公

行状»评价他:“为田以待宗人之不能自食者,为塋域

以待其不能丧者.”[１２]

当然,徽州乡贤热心公益最根本的还是体现在崇

教助学方面.徽州乡贤坚持教育为根本,他们资助贫

寒子弟,奖掖后进:置义田、兴乡校、办文会;广建书

院,网罗人才,弘扬义理,坚守道统等.这些有力的措

施都有效推动徽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徽州各地方志

中的«营建志学校»«人物传义行»中都记载徽州

乡贤资助府学、县学、书院、义塾和义学等实例.如道

光«徽州府志人物志»记载,休宁乡贤程子谦于康熙

十四年“捐银一千两,置学田取租金为诸生科举费”;
民国«歙县志人物志»记载,歙县乡贤汪坤祖,“于道

光二年遵父仁晟遗命,捐银一千两为乡试卷烛费”.
«新安旌城汪氏家录»记汪泳置义庄、义学,其“所立义

学,承事秩下及凡族之秀,皆入学,诗礼之风,到今未

坠,良有自也.学之所以可久周者,盖分庄中租入具

膳给俸延师,俾掌事位岁以其目关报会计,而不仰给

予他故也.”[１１]３５２Ｇ３５３

徽州宗族在乡贤的主持下,一般都会给予求学的

子弟以特殊的照顾,尤其是给予有功名的子弟以特殊

的礼遇.如绩溪«盘川王氏宗谱»卷一«春秋办祭规

则»在祭祖时就对有功名的子弟进行“分胙”的规定:
“凡其有功名以及应试童生,均得于祭毕再入奖劝祠

祭奠.与祭生胙:生员肉一斤,包两只,新生读祝加给

肉一斤,赴闱监生照生员例;廪生与恩拔副岁优,肉两

斤,包四只;举人肉四斤,包六只;进士肉六斤．包八

只;翰林肉八斤,包十只;及第肉十斤,包十二只.”[１３]

徽州祠堂除发挥祭祀祖先及举办大型活动的功能外,
也重在弘扬徽州宗族崇文重教的传统,激励族内子弟

崇教好学.如徽州祠堂的祠规祠训一般都激励子孙

好学勤学,呈坎的罗东舒祠中就左右各高悬四块祠规

牌子,即“妥神灵、严非族、戒妄婚、勉右文”和“敦本

业、勖长厚、警入祀、议综理”,其中“勉右文”就是要求

后人知书达理,勤学修德.
徽州乡贤热心公益,促进了社会和谐,维护了社

会稳定.徽州乡贤的义举既为个人树立了良好形象,
也为乡贤群体在徽州社会树立良好声望.乡贤由此

为乡民所推崇,推动乡贤文化在徽州不仅成为人们内

化于心的心理认同,也成为外化于行的社会实践.
四、结语

初步考察徽州历史上的乡贤文化,我们有以下基

本认识:一是徽州乡贤数量众多,既有生于斯长于斯

的本土乡贤,又有生于斯(或祖籍于此),后旅居在外

的乡贤.这两类乡贤都曾对徽州本乡本土产生重要

影响.二是就其本质而言,徽州的乡贤文化植根于丰

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尤其与徽州文化有着密

切的联系.三是徽州的乡贤文化与其他地域的乡贤

文化相比,有同有异,但彼此间的共性大于个性.
当然,本文所论仅是徽州历史文献所载的部分乡

贤,所论及乡贤文化的要素也仅是从最基本的共性特

征入手,范围是有限的.许多徽州乡贤作为乡土社会

的精英阶层,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曾为徽州乡村社会

的稳定与和谐做出不同的贡献,由于名不见青史,后

９８

张小明:徽州历史上乡贤文化的基本要素



人无从详解其事迹,但乡贤的精神却永存于徽州民

间.毫无疑问,徽州历史上的乡贤文化或多或少带有

历史的局限性,但徽州乡贤以文化认同、道德约束、热
心公益等嘉德懿行为后人树立楷模,引起人们的高度

认同和仿效,从而形成扎根于徽州乡村、贡献于基层

治理的乡贤文化.当代乡村文化建设需要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但历史上乡贤文化的合理之处

依然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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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BasicElementsofVillageSageCultureinHuizhouHistory
ZHANGXiaoming

(SchoolofLiberalArts,HuangshanUniversity,HuangshanAnhui２４５０４１,China)

Abstract:ThecultureaboutHuizhouvillagesage,whichisanimportantpartofHuizhouculture,has
playedagreatroleintheconstructionofregionalcultureandruralgovernance．Basedonthelocalliteratures,

localrecordsandgenealogy,itreflectsthethreebasicelementsofthevillagesagecultureinHuizhouhistory:

culturalidentity,moralrestraint,andpublicwelfare．Itisnecessarytorefinethebasicelementsoftheculture
aboutHuizhoucountysage,whichhelpstograspthehumanisticspiritofHuizhoucultureandsummarizethe
experiencesofruralgovernanceinthehistoryofHuizhou．Italsoprovidesuswithbeneficialenlightenmentfor
contemporaryruralcultureconstructionandtheruralgovernance．

Keywords:Huizhou;villagesage;villagesageculture
[责任编辑　夏　强]

０９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